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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哨兵

“吱呦呦”“吱呦呦”——— 伴随着钢索卷起的声
音，一个吊箱从黄河上空缓缓滑过，一点点靠近龙
门水文站，吊箱里站着刚从 15 里外的小镇买菜回
来的吴振国。

龙门水文站建在黄河著名险段禹门口的悬崖
峭壁上。传说治水英雄大禹举着巨斧在黄河边行
走，一斧劈开了山西和陕西之间的龙门，因而龙门
又得名“禹门口”。龙门水文站地势险要，人和物资
进出只能搭乘吊箱。

27 岁的吴振国，已在龙门水文站工作了 4
年。第一次乘吊箱横渡黄河时，他双手牢牢抓住扶
手，紧张得不敢向外望一眼。如今，一年几百次的
往返，让他成长为一名无惧狂风巨浪的水文工作
者。

“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能在最艰苦的地方工
作，在工作中磨练自己。”吴振国说。

龙门水文工作者的工作是每天进行黄河水
位、流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的测验。放下蔬菜的
吴振国再一次钻进吊箱内，开始了一天的测验工
作。

只见他和另一位同事缓缓滑到黄河中央，
在距河面 20 米高的地方停稳后，开始转动钢
索，将 750 公斤重、搭载着流速仪(用于测流量)
和锚式取样器(采集水样测含沙量)的铅鱼沉入
水中。

每次测验有 5个点位，每个测验点取沙 4 次。
沉重的铅鱼一次次出水、入水，带着吊箱左右摇
晃。

“这样的测验工作，洪水期每天要进行好多
遍。一次洪水过程中，最多测过 13 次流量。”龙门
水文站站长、老党员朱洪雁说。

朱洪雁祖孙三代都是水文人，他爷爷在半个
多世纪前就在龙门站工作过。小时候的朱洪雁，不
理解为什么爷爷和爸爸每次上班一走就是半年
多，直到长大后自己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

“水文人就像是黄河上的哨兵，水文站就是哨
兵们坚守的哨所。不论寒暑，我们都要坚守在岗位
上，尤其是每年 6 月到 9 月的伏汛期间，更是要求
全员在岗，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离开水文站。”
朱洪雁说。

2016 年夏天，吴振国迎来了参加工作后的第
一个伏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中。

一天，正在紧张统计水文数据的吴振国，突然
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什么事呀？”吴振国眼不离数据，拿起电话
问。

“儿子，啥时候回家呀？”父亲有些犹豫地问。
“最近可忙呢，过了汛期就回家。”吴振国答完

就挂断了电话。
三天后，母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吴振国抓起电话说：“妈，您有什么事吗？”
母亲隔了一会说：“没啥事，就问问你啥时候

回家，妈想你了。”
“等汛期结束了，我就回去看你们。”吴振国又

挂断了电话。
过了两天，姐姐又打来了电话：“你快请假回

家，老妈明天要做手术。”没等吴振国说话，姐姐焦
急的声音就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吴振国一听，来不及细问，连忙请假赶往医
院。到了医院才知道，母亲住院好多天了，就盼着
儿子回来看看。
手术后的第二天，母亲醒来看到守在身旁的吴

振国，对他说：“妈没事了，你快回站上去吧。”
吴振国含泪点了点头，没有回家休息，直接返

回水文站。
龙门水文站的职工们说，我们是听着水文站

老职工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啥
叫吃苦不怕苦。

那是 1967 年 8 月 11 日，黄河禹门口水声轰
鸣，浊浪滔天，龙门水文站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临
了！

为了完整控制这次洪水过程，卢振甫和几位
同事登上测船，顶着惊涛骇浪，冲进了波涛汹涌的
黄河中。为了确保测船安全，他们用手指粗的钢丝
绳将船拴在岸上，但五六米长的测船仍像树叶般
在波峰浪谷间跌宕。

突然，一个巨浪拍来，“嘣”的一声脆响，钢丝
绳被绷断了。带着强大反弹力的钢丝绳抽在卢振
甫右肩部，将他打向船外。落河的瞬间，卢振甫用
力抓住了船舷，同事们赶忙上前将他拉上了船。

爬上船的卢振甫，右半边脸鲜血淋漓。还没等
他缓过气来，同事们就惊呼：“耳朵！耳朵！老卢，你
的耳朵没了！”

卢振甫一摸才知道，方才钢丝绳断后那么一
甩，切掉了他的右耳。同事们在船上东摸西寻，总
算找到了卢振甫被切掉的耳朵。卢振甫接过耳朵
装在兜里，又回到测量岗位上。

“老卢，要不你先上岸……”“别浪费时间了，
咱们快抓紧测量！”

直到洪峰退去，卢振甫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但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被切掉的耳朵已无法缝合，
留下了终身残疾。

龙门站建站 85 年来，曾有 5 名职工牺牲，还
有多名职工在工作中负伤。朱洪雁说：“这并没有
影响我们水文人对黄河哨所的代代坚守，反而塑
造了我们迎难而上、不图名利的黄河工匠精神！”

那沟，那塬，那峁

黄色的沟，黄色的塬，黄色的峁，这便是李建
文天天与之见面的黄土高原。

“黄天厚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黄土高
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分布区，沟壑纵横，水
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为了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探索水土
流失治理方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1951 年在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设立了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
验站。建站后不久，李建文的父亲就来到这里工
作。

小时候的李建文非常淘气，每天放学后，他都
会来到父亲工作的南小河沟试验场，和小伙伴一
起抓兔子、掏鸟窝。“那时候沟里树还不多，兔子跑
出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和兔子赛跑。”李建文
回忆说。

奔跑在南小河沟的小男孩，转眼长成了大小
伙子，这里的 12座山、12 条沟和 1个大塬面一一
刻在了他心里。长大后的李建文，放弃了在市区的

工作，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水土保持工作者，来到
南小河沟试验场工作。

如今，52 岁的李建文已是试验场的副场
长。他说：“南小河沟试验场担负着国家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 5个站点、2个气象园、38个径流
小区、40个雨量站的常年数据观测、整理和分
析工作。”

2017 年 6 月 19 日，暴雨突袭南小河沟。
电闪雷鸣中，李建文的手机响了：“副场长，
我们观测点的雷达水位计被暴雨冲走了。”一
名职工在电话那头大喊着。

李建文一听急了：“这怎么能行？平常很
难遇到这么大的产流，现在有了，怎么能放
过？不行，一定要测到流量和含沙量的数
据！”撂下电话，李建文穿上雨衣、挽起裤腿
就和同事带着新的水位计赶往观测点。

离观测点 300 多米的地方，积水已经漫上
了路面，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一步走
错就可能跌进百丈深沟中。

“党员同志走到前面探路！”李建文说
着，第一个抬腿迈进没膝的水中，深一脚、浅
一脚地蹚水前进。
突然，李建文脚底一软，一个趔趄向沟边

滑去。此刻，李建文的第一反应就是牢牢抱住
水位计……好在同事眼疾手快，将他一把拽
住，才避免他跌进深沟。

李建文说：“我们从事水土保持测量工
作，主要就是在暴雨期间观测径流泥沙情况，
为找到适合的水土保持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数
据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获得测量数
据，旁的都顾不上了。”

经过两代水土保持工作者 60 多年的生态
修复，现在的南小河沟和当年比大变了样。站
在山顶望去，深深浅浅的绿色望不到尽头。苹
果、山杏、侧柏、油松、五角枫、沙棘……树
种多得李建文一口气都数不过来。

“南小河沟的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已达到
87% ，林草覆盖率 84 . 5% 。现在林深树密，
可不好抓兔子了喽。”李建文自豪地说。

来自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白平良，
同样是一位“拼命三郎”。

陕西省绥德县位于陕北毛乌素沙漠和黄土
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不
足 400毫米。然而 1994 年 8 月的一天，这里
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单
日降雨量达到 100 多毫米。

白平良当时正在桥沟径流场进行观测，豆
粒大的雨点打得铁皮观测房“噼啪”作响，翻
卷着雨幕的狂风吹得铁皮房左右摇摆，顺山而
下的浊流将铁皮房下的梁峁冲刷得一块块塌
落。

看着摇摇欲坠的测量房，看着即将形成的
山洪，山下的同事们急了，大喊：“小白，小
白，快下来，快撤离！”

倔强的白平良哪肯放弃这难得的测量机

会！他回答道：“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
走了就收集不到数据了。”

风越来越大，屋外的雨量筒支架都被吹歪
了。白平良从屋里跑出来，抱着雨量筒支架趴
在地上，用身体的重量稳定住支架，继续接着
雨水。

突然，他身后 1 吨多重的铁皮房被大风吹
起，贴着他的脊背飞了出去，将他的衣服刮
烂，胳膊、大腿划出了口子，鲜血汩汩地流出
来，又被雨水冲走，只留下了火辣辣的痛。但
白平良管不了这些，仍死死地抱住雨量筒支
架，记录下了宝贵的数据，为拦沙工程的设计
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拦沙工程建设有效地治理了水土流失。
以前一下雨，山上流下的是泥糊糊，拦沙工程
建设以后，流下来的是浑水，有的地方甚至流
下来清水。”白平良说。

一座坝，一辈子

李英华是一名特殊的“医生”，他的诊治对
象很庞大，840 米长的身躯横卧在黄河上———
它就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刘家峡水库大坝。

刘家峡水库大坝看上去是钢筋混凝土构成
“大块头”，里面却布满了如人类毛细血管般
精密的廊道。李英华一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
间在大坝深处的廊道里工作。

作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水
工分场维护班班长，他的工作就是对这座大坝
进行日常维护和安全监测。

5 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大坝溢洪道在阳
光下的温度超过了 40摄氏度，一脚踩上去，
隔着 3 厘米厚的鞋底，都能感到脚心热辣辣
的。可李英华和同事们已在这上面工作十几天
了，他们要赶在汛期开始前，完成对溢洪道的
检修。

溢洪道长 800 多米，宽 30 多米，是一个
大斜坡，最陡处超过 50 度，加之流水常年冲
刷，上面布满了青苔，人走上去，一不小心就
会滑倒滚下来，出现伤亡危险。

为了防滑，李英华他们先在溢洪道上搭建
临时钢梯，之后顺着钢梯爬上坡面，身体微微
前倾，在陡坡上找好平衡点，然后迈着小碎
步，在溢洪道上一寸寸地挪动。

李英华先是用眼睛观察坡面是否有冻融、
气蚀，流水冲刷造成的损害。然后用 1 磅重的
铁锤头敲击坡面，通过声音分辨是否有空洞，
寻找出肉眼看不到的损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英华头上的汗水
顺着额头流进了眼睛、流到了嘴角，煞得双眼
难睁，嘴咸舌苦；时间一长，他脚下的热浪也
透过鞋底钻进了脚心，火烧火燎；汗流多了，
他的喉咙也冒起了烟。可他强忍着身体上的不
适，眨了眨双眼，咽了咽口水，手上的动作一
下也没有停……

就这样，李英华带领着他的团队，冒着阳光
曝晒，高温炙烤，在 50 天内完成了对溢洪道的
检修。

检修积水井，是李英华需要维护的另一项
任务。积水井位于坝顶下 143 米处，用于收集
大坝缝隙漏水和电厂水轮机漏水。每年汛期结
束后，这里便淤积有 7-8 米深的积水和泥沙，
李英华团队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泥浆清理出来。

李英华每次要穿上橡胶防水服进入积水井
淘泥浆，一到井下双腿就深陷淤泥中，拔也拔
不出来，笨重的橡胶服让他弯也弯不下腰，只
能站在原地挖泥浆，挖完一块拔出腿来再挖一
块，直至将泥浆全部挖完。

一天下来，他也说不清是腰酸还是背痛，
拖着浑身是泥的身躯和沉重的脚步走回家，进
屋后就瘫倒在沙发上，再也不想动了。

老伴见状，给他倒了一杯酒，心疼地说：
“起来吃饭吧，再喝点酒解解乏！”

李英华起身来到饭桌旁，伸手去拿酒杯，不
料“啪嗒”一声，酒杯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原来，连续 40 天重复着下锹、起锹的动作，
李英华的肩膀、手臂早已僵硬麻木，连酒杯都端
不住了。他和同事们一起，挖出了近 500 立方米
的淤泥，保证了大坝正常防洪，电厂正常发电。

除了检修积水井，还有排沙洞。排沙洞是
刘家峡水库为减少库区泥沙淤积而建的，位于
地下 57 米的岩石层中，直径 3 . 5 米，长约 600
米，洞里阴冷潮湿，寒气逼人。

李英华和同事们沿着竖井螺旋下降，来到
位于地下岩石层中的排沙洞，“滴答”“滴
答”的水声将他们引到排沙洞深处。

李英华调亮头灯，抬头望向洞顶，很快发
现一处巴掌大小的破损处，他立即拿起砂轮，
细细地将坑洼处磨光，再用喷灯将打磨过的地
方烤干，然后刷一层环氧基液，最后用环氧砂
浆进行补平。

环氧砂浆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李英华和
同事们都戴着活性炭防毒面罩作业，两个小时
就要换班，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空气。一天要爬
上爬下往返两次。一天下来，李英华双腿酸痛
得一个星期走路都不利索。

由于洞内寒冷潮湿，李英华和同事们每次下
洞都要穿绒衣绒裤，还要带棉护膝，而这些穿戴
干活时间长了，就会被空气中的水分打潮，外面
的衣服沉沉地往下坠，里面的衣服贴在身上感到
特别痒，不仅难受，久而久之还落下了病。李英华
说：“干我们这行的，都有关节炎。”

可落病归落病，李英华和他的同事们还是一
年又一年地守护着大坝，许多人甚至一辈子就没
离开过大坝，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样一张工作时
间表：

溢洪道渠身大修 50 天；排沙洞渠身检修 20
天；洮河排沙洞渠身大修 60 天；防雾廊道整修
20 天；尾水防波墙整修 30 天；积水井清淤 40
天……

黄 河 工 匠

黄黄河河龙龙门门水水文文站站站站长长朱朱洪洪雁雁（（右右））与与
同同事事吴吴振振国国（（左左））正正在在进进行行取取水水取取沙沙作作
业业。。（（视视频频截截图图，，22001199 年年 44 月月 1155 日日摄摄））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晟晟摄摄

在黄河两岸，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在浪尖上行走”，“与水

土流失抗争”，“给枢纽大坝诊断”。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

名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过他们的工作

若问他们是谁？他们会说自己是水文人、是水保人、是水工

人——— 一群黄河水利的“无名”工匠

（上接 5 版）王家福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社会
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
造，法治在其中又有何作用？”

刚听到消息的他，就找时任中国社科院法学
所所长的刘海年，商量成立课题组，专门就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行研究。

等王家福接到讲座任务时，他和课题组已经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方案。

“这个法律体系包括了市场准入、质量、运输、
垄断、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社会保障
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内容。”刘海
年解释，“很难想象没有这些的话，市场经济如何
运行下去。”

在那次讲座中，王家福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在经济体制转轨时，建立健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杜绝权力进入市场和权钱
交易。

当时，王家福还提出当务之急是要把统一合
同法和物权法制定出来。其实在 1994 年，王家福
领导的课题组就提议制定物权法。

为什么王家福要特地强调物权法？
“就好像我把房子卖给你，合同法解决的是合

同的问题，物权法解决的是我对房子的所有权从
哪里来？你怎么取得房子的所有权？物权法是发展
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法律。”孙宪忠解释。当时从德
国学习物权法归国的孙宪忠是参与物权法草案起
草的课题组主要成员。

直到 2007 年，全国人大高票通过物权法。从
1994 年开始算起，《物权法》制定花了整整 13 年。

时间都花在哪了？原来，2005 年当物权法草
案向社会各界征求修改意见时，一封指责物权法
草案及其起草人的公开信引发了对物权法的争
论。

引起争论的是物权法草案的第四条，即国家、
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
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当时有学者指出，国家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私有财产必须受到限制，甚至有学者指责，起
草人照抄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律。

在节骨眼上，王家福组织了多场学术研讨会，
辩明了物权法应以保护公民财产权为目的，尤其
是要防止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并非是资
产阶级观点。

2007 年物权法出台之后，有学者总结说，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之一。
“具有中国气派的物权制度，有力地调动了亿万人
民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爱护财富的积极性。”

2009 年，王家福当选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而
他获奖的两个理由之一，正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

“有个叫王家福的，一直坚持用

‘水治’”

最早提倡依法治国的学者之一，
推动依法治国入宪

王家福获奖的另一个理由是，“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1996 年 2 月 8 日，王家福又走进了中南海。
这一次他讲的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几天前，他的题目
被改为《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

王家福的这篇讲稿之所以被修改是因为此前
中央文件用的都是“法制”，从未使用过“法治”一
词。在当时，法治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提法。

王家福没办法，可讲座的时候，他还是按照
“水治”的逻辑讲的。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把“法制”和“法治”形象地
比喻为“刀制”和“水治”的争论。郭道晖和王家福等
学者认为，“法制”只是指法律制度，是一种工具，
而法治指的是治国原则，是一种价值原则。从法制

到法治，一字之变，却是中国法治的重大进步。
可就是这一个字的改变，却经历了 20年的时间。
1979 年，王家福与刘海年、李步云等人一起

参与起草《关于坚持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
施的指示》(也被称为“64 号文件”)时，文件最先
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这个表述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指着王家福、刘海年和

李步云等人直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样提过，
列宁、斯大林没有这样提过，毛主席的著作中也没
有这种提法，所以只能提“社会主义法制”。

尽管做了逐一驳斥，可将社会主义法治与国
家结合一起提出时，仍有人觉得应提“社会主义法
制国家”，而非“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王家福等人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问题
锲而不舍。

到了 1997 年，王家福等参与党的十五大报告
起草工作时，依然坚持使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样的表述。当时王家福、刘海年、
李林等学者写了一份《建议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提法》的报告，终于得到认可。

同年 9 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

两年后的 1999 年，王家福参与宪法修正案的
审议和通过，见证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入宪的历史时刻。

由此，“法制”才彻底转变为“法治”，这也是
“依法治国”首次进入宪法。

2008 年，温家宝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
时，特地提到了王家福，“有个叫王家福的，一直坚
持用‘水治’”。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把“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确立为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征程。

“‘法治国家’这个涉及国家基本治理模式理念
的提出，是王家福老师以及他所带领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课题组对于国家法治事业最大的贡献。”
孙宪忠说。

“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他总能在关键节点提
出自己的思想，并影响法治进程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
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列举了包括王
家福在内的数位艺术家、社会科学家代表，并
称赞“他们都是紧跟时代、奉献时代的优秀代
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梳理发现，王家福几乎
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的民商事法律的
起草和制定工作。

因为积极参与立法与法律实践活动，亲身
参与并推动了新中国的法治进程，王家福被称
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家福先生做出了这么多的重大创新和贡
献，这绝非运气使然或机遇眷顾。”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
室主任谢鸿飞说，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
慧。

谢鸿飞举例说，早在 1986 年《民法通则》
中，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接受不了“物权”的概念，
王家福就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
的财产权”一语代替。“说白了，这就是物权的概
念！就是这样一种巧妙的转换，使得社会慢慢接
受物权概念的‘实’，而避开了物权概念的‘名’和
由此可能引发的争议。”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徐炳教授看来，王家福外表随
和，内心对“法治”却是执着得很。

王家福的这份执着或许可以追溯到解放

前。1931 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王家福，在重庆
求学期间经历 1948 年重庆“9·2”大火。那场大
火一直烧到王家福家隔壁。可父亲却被国民党
特务诬陷纵火，被特务用枪押走之后，特务还敲
诈勒索了王家福与母亲。这让王家福对贪婪、残
暴愈发憎恶，对弱者更加同情，也更向往公平正
义。

“依法治国、人权、物权等很多现在看来是
常识的法律观念，在过去还真不是这样。”孙宪
忠说，“以家福老师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在历史
的重要节点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执着地
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

刘海年感慨：“这也是逐步打破‘思想老框
框’的过程。”

为什么王家福总能在关键节点提出自己的
思想，并影响法治进程？

“这不仅是表达问题，而是是否具备中国问
题意识。”孙宪忠解释，“很多人都说这个问题德
国是怎么说的，美国是怎么说的。可家福老师是
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考虑对解决中国
问题是不是有效果。”

王家福这种立足中国实际的治学精神也反
映在他对学生和年轻学者的期望和要求上。
2004 年，在一次法学所博士后进站的讲话上，
王家福说，一份解决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的出站报告，应该是你们对国家、对人
民最好的答卷。博士后期间，不要做脱离实际、
言之无物的无意义的研究。

2012 年王家福住进医院之后，每次徐炳来
看他的时候，一谈起中国法治又取得哪些发展
时，王家福就来了精神。再后来，即使他病情恶
化动弹不得，可一听到我国依法治国取得新进
展时，他的眼里就会闪过亮光。

(实习生杨海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内容部分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学术自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
家福老师八十寿诞庆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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